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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花大力气研究劳动观念问题

□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今年“五一”前夕，设在华

师大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理论创新

基地（文化观念与核心价值）与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举办了一次

关于劳动、劳动观念和社会公正

的论坛。希望能够推进劳动和劳

动观念的讨论和研究。

怎么会想到做这件事呢？这要从我们对于核心价值问

题的研究说起。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公正”或者说“公

平正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一段时期里，我们期望

通过我们的研究，有力地论证“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不可缺少的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把“公正”这一

价值目标正式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们十分高兴，同

时也期望将“公正”问题继续深入地做下去。如何做下去？

经过一段时期的讨论，我们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正

观的内涵是离不开劳动观念的。前些年，“公平正义”问题

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的时候，除了司法公正之外，普

遍关注的是“共同富裕”或者说“共同致富”的问题。这

一问题，最直接的是一个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但

是往深处追究，就会发现所谓的收入分配或财富分配的问

题，最关键的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劳动收入

与资本收入的关系问题，以及企业内部的劳动和资本的关

系问题，而在社会生活中最具体鲜活的体现就是劳动者的

处境、地位、权利的实现程度。可见，劳动和劳动观念的

问题是“公平正义”或曰“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凸显出来

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最近这两三年，社会对“公平正义”问

题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反腐败上来了。这确实非常重要。“腐

败”无疑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障碍。但是，“腐败”

通过权力寻租攫取的财富，最终都是劳动者创造的，从这

一角度来看，“腐败”本质上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夺。况且腐

败的盛行在观念上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上弥漫着一股

蔑视劳动，妄想一夜暴富的风气，人们不再相信勤劳可以

致富。这反过来又成为腐败盛行的观念基础。与此同时，发

端于贪官污吏的享乐、奢侈之风又日益浸润到社会的各个

层面，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消费奢侈品的冠军，这无

疑进一步强化了腐败。所以，对于社会上劳动观念出现的

问题，不能等闲视之，需要经过深入的研究来加以解决。

之所以需要做深入的研究，是因为劳动、劳动观念都

聚焦中国“劳动”之变
 ——劳动观念的时代跃迁与劳动形态的价值转换

 “劳动”是一个与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关键词，然则，自 20 世纪起，“劳动”观念才真正获

得了现代意义的跃迁。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光荣”的风尚一度领社会之风骚，尽管其间也悖谬重重；改

革开放 30 多年之后，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等要素全面结合，当尚未完

结的中国工业革命又卷入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当社会深度转型与多项深化改革举步维艰，马克思主义经典意

义上劳动与非劳动的界限被模糊，“五一”劳动节被诸多艰辛奋斗的蚁族所忽略，劳动模范被赋予“你懂的”

别样的意味，劳动价格被置于市场的天平下反复称量，劳动政策常常游离于法制化进程中的劳动纠纷之外，

劳动关系正在经受利益关系微妙的变化和价值冲突严峻的考验……今日劳动问题之复杂，仅仅靠道德化地宣

扬“劳动光荣”抑或批判“不劳而获”，易于陷入话语的“空转”；在食利者阶层出现、互联网 + 时代大众创

业新社会经济形态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劳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公正、自由的价

值问题，甚至关涉到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日前，《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上海市社科理论创新基地（华

师大）联合举办了“劳动、劳动观念和社会公正”的专题研讨会，特邀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聚焦中国“劳

动”之革新与挑战，探索劳动观念时代跃迁的形成机理，寻找劳动形态价值转换的应对方略。本期编发部分

研讨成果，期盼更多的读者接续推进这一话题的解答。

——主持人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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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或许有人认为，劳动观念，不就是要

全体社会成员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和劳动者吗？对于一个

经历过几十年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这是常识，只要认真

地持久地展开宣传教育就可以了。但此说能否成立呢？其

实不然。

我和老同学、老同事朱贻庭都是年届八十的老人。一

起谈论劳动观念的时候，常常回忆起，我们从青少年时期

就接受的劳动教育的启蒙，所经历的艰苦劳动的锻炼，所

亲历的六七十年沧桑的变化，共同的感受是，劳动观念非

常复杂，绝不是重复宣传“热爱劳动、尊重劳动”所能解

决的。

一

就尊重劳动、热爱劳动这一点来说，1949 年之后，

我们在初中时就受到劳动观念的教育。最初是从全社会学

习社会发展史开始的。有一段时期，全社会都在普及社会

发展史，从劳动在由猿到人中的作用，劳动创造财富，一

直到劳动创造世界。这种宣传教育与当时的各项政策是同

步的，工人新村的建造，劳动者待遇的提高，劳动模范的

评选带来的劳动者社会地位和声誉的提高等，都在这一时

期发生。而后来的政策演进又使人感受到，这种劳动观念

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实际上是“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

社会主义改造的舆论准备。而其最集中、最有权威性的体

现就是 1954 年的宪法。从根本大法上把“五爱”（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定为公民必须

遵循的价值原则。此后，劳动观念被不断强化。到了

1950 年代的后期，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成为教育方针，

学生们都下乡、下厂劳动。我们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到大

兴县农村劳动了一年，到长辛店著名的“二七”机车厂劳

动了三个月。1960 年代劳动的地位是越提越高了，到“四

清”的时候干部（广义的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参加劳动

提到了极端的高度，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是防止变成“修正

主义的党、法西斯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的“极

端重大的问题”。认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干部一

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解决”。当时还流行一个公式：

“懒、馋、贪、占、变。”一切坏事似乎都是由脱离劳动，

也就是由“懒”而来。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文革”，不

仅干部知识分子都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知识青年

都要上山下乡，还出现了“我们都有两双手，不在城里吃

闲饭”的口号。

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经历过艰苦的劳动锻炼，“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有很强的劳动观念，形成了劳动习

惯，也懂得劳动者的艰辛。但是也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个

时期的劳动观念，显然带有极大的片面性。片面地强调体

力劳动而否定脑力劳动，包括精神生产和经营管理。好像

脑力劳动者是靠体力劳动者养活的，而且本身又没有有用

的知识，即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脑力劳

动者习得、创造的知识，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结果带来

的就是普及于社会的“知识无用论”和“读书无用论”。更

有甚者，似乎越是使用粗重、落后的生产工具的体力劳动

就越重要、越光荣，越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如此贬低

知识、贬低智力劳动，无视知识和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

给我们民族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

可见，厘清“劳动”的概念，搞清楚什么是劳动，什

么不是劳动，劳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情。

此外，这一时期的劳动观念的宣传与实际生活中的状

况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宣传劳动光荣；另一方面

经常把下放劳动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干部和知识分子一

旦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或者有问题，就让他们去从事体力

劳动，或者就下放到农村工厂。如果问题查清楚了，或者

是“落实政策”了，就会从劳动单位调回，可以继续从事

非体力劳动的工作。

另一个反差就是，被认为是非常光荣的体力劳动者的

实际境遇，除了国营大厂中的正式工人之外并不令人羡

慕。这一点在农村尤其明显。我在 1965 年到安徽定远县

参加“四清”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当时劳动者中占大多

数的农民的生活是何等艰辛。

简直超乎想象。所有的房屋都是泥土垒成的，顶上铺

的是仅能维持一两年的稻草（富裕人家则用比较耐久的茅

草）。一个村子里没有一家是建有厕所的。工作队只好自

己用秫秸围出一个地方，挖个坑，权作厕所。蹲在里面的

时候，总有几只黑猪等在外面。猪食人粪，狗食猪粪，而

每天清晨人又背着粪筐去捡狗屎，就是这样的生产力水

平。大多数的农户都是家徒四壁，所有的家具都是用泥巴

做的，床铺是土坯上架了一排排的秫秸，桌子也是泥巴糊

起来的。连储存粮食的缸也是用秫秸扎成后用泥巴糊上

的。我们进村的时候，即将进入秋收季节，但是搭伙的农

家的主食还是山芋和高粱糊糊。中午不时会有一顿米饭，

但是都要掺进许多胡萝卜。下饭的菜，主要是盐水里泡的

辣椒，有一些洋姜，就是稀罕物了。老乡怕我吃不惯辣

椒，就给我吃洋姜，小孩子见到洋姜伸出筷子，大人马上

会出面制止。此情此景，让人心酸。荤腥基本上是见不到

的。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会在家里挂一只咸鸭，有客人

来的时候，切一块下来。到了春天基本上是靠山芋干煮

粥。记得我和临汾旅的一位连长同住在一位单身汉家中。

这位房东非常善良，觉得收了我们两人的粮票，老给我们

吃山芋干稀饭实在过意不去。有一天突发奇想说，我到池

塘里去抓一些泥鳅，我们吃一顿干饭吧。结果一顿吃掉了

五六斤大米，此后就再也不敢吃干饭了。肉只有过年的时

候才有，较为富裕的人家，会在过年的时候留一点，腌了

挂起来。记得 1966 年的春节上级决定工作队放假回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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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时候，队长拉着我的手说：“老赵，你一定要在元

宵节前回来，元宵我们还会吃一次肉。”至于生产队一年

下来，能结余的现金寥寥可数。想买一个小闹钟，讨论了

几次也舍不得。可见，当时农业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到底怎

样，与我们喊得响亮的“尊重劳动”的口号有多大的反差。

这种反差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到了“文革”的后期，这

样的口号尽管还是叫得很响，相信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

向知青宣传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干校的口号是“扎根

干校”，但是实际上人人都盼着早日离去。拨乱反正时期，

纠正了这些极端、片面的观念，取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

戴。对知识分子来说，感受最大的就是肯定了知识分子也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于是脑力劳动也被正式纳入了劳动

的范畴。此外就是“按劳分配”的观念重新得到肯定，并

在政策上加以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开始逐步得到体现。再

后来的变化就是肯定了劳动致富。于是劳动的地位也就大

大增强了，社会上尊重劳动风气又开始上扬。这又从另

一个侧面证明了，要真正在全社会形成劳动光荣的风气。

既要准确地把握劳动观念，又要使得我们的宣传口号与

实际生活保持一致，在政策上、在具体措施上，切实保

障劳动者的权利，让劳动者能够过上好日子。

二

总之，劳动观念阐释及其何以能够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的机理，都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在实行市场取向

的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之后，变得更加突出，而且遇到许

多前所未见的难题。

市场取向的改革，确实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其深度远远超出这场改革开始之时人们的想象。像我这样

的后知后觉者尽管也写过论说市场改革的文章，现在回过

头去看，都只是在市场交换、竞争机制、个人的经济动机

的解放等环节上做文章。而实际的进程却不限于此。其中

最为深刻的变化，就是单一公有制的解体和多种所有制的

出现。而所谓的多种所有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资本作

为一种生产关系不断地扩大其作用。开始是资本作为生产

要素参与分配，后来资本就逐步积累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

势力。于是劳动观念就不得不去回答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

题。市场经济离不开资本，所以也就无法维系对资本的排

斥。在缺乏资本的年代里，有本事引来资本，成了功莫大

焉的事情。我当年曾经在一个北方的城市里看到过这样的

口号，“引进资本是功臣，破坏资本引进是罪人”。问国有

大企业的干部，现在情况到底如何？三分之一下岗，三分

之一退休。余下的三分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只能

拿二百块工资。这种转型的阵痛，对劳动观念提出了许多

挑战。而大量的占劳动者多数的农民工的处境，又加深了

这种挑战的尖锐性。对这种状况的回应中，还出现了一种

让我们这些受过传统劳动观念教育的人感到十分惊讶的观

点：“要发展就要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依靠精英而不

依靠大众，依靠强势而不依靠弱势。”这就提出了一个十

分尖锐的问题——在资本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

中，劳动是不是无足轻重了？劳动者是不是只能处于弱势

群体的地位？还要不要尊重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这些

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必要的澄清。此为其一。

第二，企业家、私人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算不算劳动？

这是一个亚当 · 斯密曾讨论过的老问题。他认为可以把拥

有资本从事着四种工作的资本家：农业家或矿业家、制造

者、批发商人、零售商人，称之为“生产性劳动者”，以

区别于靠地租或世袭或其他说不清楚来源的握有大额资

财，只知用于满足眼前的享乐，炫耀财富的“游惰阶级”。

这一曾经被我们否定的观点，好像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获

得了认同。

第三，“劳动”的外延随着新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

的出现不断扩大，其边界到底在何处也成了问题。皮凯蒂

提出的“超级经理人”、“明星制”下，各行各业的明星们

的工作算不算劳动，他们的巨额收入是不是属于劳动收

入？这些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

第四，在私有财产权得到法律保障的条件下，金融资

本的强势和金融业的高度发展，使得“钱自己可以生钱”

得以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实现。创业者与食利者往往又相互

转化、相互融合，使得劳动者和食利者（食租者）的界限

漂浮不定。

所有这些都使得“劳动”与“非劳动”的界限已经失

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确定性，成为一个难题。如果把这条

界限划得过窄，还是以生产性的体力劳动为限，就会把许

多智力劳动者、经营管理者排除在外。况且随着产业升

级，繁重的体力劳动者的数量终究要不断减少。如果划得

过宽，什么都可以算劳动（比如收自家房产的租金等），

那么“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等口号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实际的操作上，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

（比如劳模的评选对象）。模糊有模糊的好处，但是也有它

的弊端，就是让人们不知所从。看来，就学理的研究来

说，还是要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作出比较细致的分梳为

好。分梳清楚了，具体的操作上就可以把握到底模糊到什

么程度，如何模糊了。这样对公众的疑问也能够提出有根

有据的解释了。

除了“劳动”概念、“劳动”与“非劳动”的界限之外，

劳动观念得以成为风尚的机理，在市场经济下也发生了巨

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往主要是靠两条：一是自上而下的宣

传和灌输；二是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是，进入了市场经济

之后，私有财产权成为合法，遗产的继承大量出现而且无

需承担任何税负，财产的馈赠无需登记也不承担任何税

负，靠遗产和馈赠过上奢侈的生活在一小部分社会成员那

里已经成为现实。而财富累积带来的贫富分化，也成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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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现实。这些现实必定会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上。“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道理，还是

经得起检验的。这是基本的机理。而就社会的观念来说，

自上而下的宣传和灌输的效果不如计划经济时代。其中的

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群体。皮凯蒂观察

到：价值观念不仅仅是抽象的、观念性的东西，它实际所

起的作用是与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实力（也可以说是势

力）相关的，由此形成的合力，才使得社会做出某种共同

的选择，形成体现那个世道的“是非观念”。这种情况在

市场经济下，确实是存在的。以“对传统的劳动观念冲击

最大的‘成功’观为例，最初是商界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

用豪宅、香车和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定义了“成功人士的标

志”（潜台词就是凡是没有这些标志的劳动者都是失败

者），接下来就是被标志为“成功人士”的大款大腕们，

居高临下地大声训话，还被捧为“励志”之举，而媒体也

在不遗余力地到处传播，由此成为粉丝们的价值观念，包

括关于劳动的观念，就是这样逐渐被形塑和模糊的。可

见，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搞清机理，让恰当的劳动观念

成为我们这个世道的“是非观念”，也是有待我们破解的

难题。

说了那么多的难题，是期望引起注意，并向学界同仁

求教。我们不应知难而退。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最

本质的特征首先就在于劳动。自由劳动是劳动和意识、感

性活动与理性思维的有机统一，这就是人类的本质。尽管

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上，劳动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且

使许多人陷入权力迷信、拜金主义等迷途。但是，正如冯

契先生所说，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趋向自由劳动是合理

的价值体系的基础”。我们理应为这种价值体系的形成，

作出应有的努力。

“劳动”：可作历史分析的观念

□ 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果我们希望理解时代和自

身的精神状态，可以通过观念史的

研究，即找出我们精神变迁中一系

列核心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

现特定时代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

看法。著名观念史家诺夫乔伊曾经

说过，“作为观念史的最终任务的

一部分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试图理解新的信仰和

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并试图说明在观念的时

尚和影响中的变化得以产生的过程的心理学特征，如果可

能的话，则弄清楚那些占支配地位或广泛流行的思想是如

何在一代人中放弃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而让位于别的思想

的。”[1] 换言之，研究当代思想史或哲学史，如果从观念史

的方式入手，会发现许多“家常便饭”中有至味，“百姓日

用而不知”的东西常常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思想和社会心

理的深层次变动。“劳动”观念大约也属于此，以往人们对

它的历史研究比较少，却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工作。

一

从词源学的向度说，古代汉语中早就存在“劳动”一

词，不过其意义是指一般的劳作、活动，而且在“大传统”

中略微带有负面的意涵，体力劳动更是如此。因为孟子认

为“王道”的基础是人有“恒产”、“明君制民之产”，以

便“养民”。但也早就说过“操劳”的方式有分工：“劳心

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义也。”（《孟子 · 滕文公上》）劳动者做的是“小

人之事”。倒是在民间小传统中，勤劳是农民的美德之一，

不过勤劳也是辛劳，通常被理解为谋生的手段，民生总是

艰难的。士大夫中比较同情劳苦农民的诗人也时有描写劳

作的作品问世，但都非最出色的作品。佛道两家则以特定

的方式赋予了劳作以某些超越性的意义。余英时先生对此

有过很有启发性的讨论。余先生不同意马克斯 · 韦伯在研

究新教伦理时认为劳动（labor）是西方教会特有的苦修方

法，而认为新禅宗和新道教都发展出了与新教伦理类似的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入世苦行的宗教伦理，

最典型的就是临济宗行“普请之法”。百丈怀海定下的清

规中规定寺庙中所有人同时集体劳动，“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它进而影响到全真教，并在丘处机和其他流派那

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劳作不单是谋生的手段，“这是用一

种超越而严肃的精神来尽人在世的本分”[2]，或者说“担

水挑柴无非妙道”。更望前推，《庄子》中有不少寓言是关

于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的，如“庖丁解牛”、“轮扁斫

轮”、“梓庆削木为鐻”、“痀偻丈人承蜩”等，都达到了

“技进于道”的自由境界，劳作成为艺术创造，因而具有

了内在的价值包括审美的价值。[3] 尽管有上述值得继续深

入研究的内容，我们大致还是可以说，古代社会尚不具有

现代人所具有的“劳动”观念，“劳动”尚未成为理解古

代思想世界的关键词，更没有上升到概念，即经过分析形

成边界清晰、结构相对确定的思想。

现代中文“劳动”一词，虽有古汉语的源头，就其现

代意义而言，开始却是一个外来词，即日本人用古代汉语

中的这一语词翻译西语 labour（劳働，日语词労働 rōdō），
中国人据此而改造成我们现在通用的“劳动”。[4] 时间上，

应该在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20 世纪初期尤其是一重要

的节点。由此，现代汉语的“劳动”一词，在语用上既保

留了古文的某些用法，譬如我们要感谢别人为你做事，可

以比较文雅地说：劳动你了。但是与古汉语相比，又有了

重大变化，具有了抽象的一般意义：人类创造物质财富与


